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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決策對首次購屋決策影響之內生性分析
—台灣地區男性受訪者之實證現象探討*

The Endogenous Effect of Marital Decision on First-time House 
Buying -An Empirical Study on Taiwan Male Househo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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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首次購置住宅為家戶重大的消費與投資性決策。此一決策除了受所得財富因素與住宅市
場經濟狀況影響之外，亦與生命歷程重大事件之決策具有高度相關性，其中以結婚決策對首
次購置住宅之影響效果最為明顯。然而，多數研究在實證分析所採用之計量模型，僅將結婚
視為外生變數，並未考量其內生性之影響效果，參數較估結果可能產生偏誤。本研究建立雙
變量混合比例危險模型，藉以分析結婚決策對首次購置住宅之內生性影響，並以『華人家庭
動態資料庫(PSFD)』之男性受訪樣本為對象，進行實證檢定。實證結果發現雙變量混合比例
危險模型中不可觀察項之相關係數顯著為正，顯示結婚變數對於購置住宅之決策的確存在內
生性影響效果。即結婚機率越高之男性受訪者，其潛在購置住宅之機率越高。若將結婚變數
以外生變數之設定方式進行分析，則參數較估結果將產生偏誤。

關鍵詞：購屋、結婚決策、家庭動態資料庫、雙變量混合比例危險模型、內生性

Abstract
The decision regarding first-time house buying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vestment and 

also consumption decisions for most households in Taiwan. Not only is thi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ffected by the individual’s socio-economic factors and housing market conditions, but 
it is also very much associated with life-course events, such as marital decisions. While previous 
studies show that the marital decision has a significant affect on the housing decision, they only 
assume it to be an exogenous factor in their empirical studies,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 estimated 
results might be biased. In this study, we consider this effect to be endogenous and construct 
the so-called “bivariate mixed proportional hazard” (BMPH) model to examine the endogeneity 
of the marital decision on the first-time house buying. The empirical data was retrieved from 
the 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 (PSFD) in Taiwan. Our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efficient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unobserved factors in the BMPH model is both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It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in support of our hypothesis that the marital decision 
for male households might have an endogenous effect on the housing decision. If we were to 
treat the marital decision as an exogenous factor, the estimated results would be biased.
Key words:	 house buying, marital decision, 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 (PSFD) data, 

bivariate mixed proportional hazard (BMPH) model, endoge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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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由於住宅為昂貴之消費性財貨，具不可移動性且交易成本極高，因此首次購屋為家戶

重大的消費與投資性決策。此一決策除了受所得財富因素與住宅市場經濟狀況影響之外(薛
立敏、陳綉里，1997；林素菁、謝文盛，2000；吳文傑、許嘉銘，2004；陳彥仲、陳佳欣，
2005)，亦與生命歷程重大事件之決策具有相關性(Feijten & Mulder, 2002；Clark et al., 2003；
林祖嘉、陳建良，2005)。生命歷程重大事件，如結婚與生育小孩的發生，將使家庭狀態具有
相對較高的穩定性，因而家戶將會選擇具有高度穩定性之住宅狀態，即擁屋(Mulder & Wagner, 
2001)。部分研究更認為生命歷程重大事件不僅是影響住宅權屬決策之因素，重大事件本身亦
為家戶之重要決策，與住宅權屬決策為聯合決策(Clark et al.,1994; Mok, 2005)。

生命歷程重大事件之中，相關研究之實證結果多發現結婚決策，對首次購置住宅之影響

效果最為明顯(註1)，包括Clark et al.(1994)與Clark et al.(1997)以美國PSID之資料所進行分析；
Montgomery(1992)對法國所進行之分析；Feijten & Mulder(2002)與Mulder & Wangner(2001)分
別對荷蘭與德國所進行之分析。上述研究皆以回溯性資料(retrospective data)或橫斷面跨時資料
(panel data)，採單一變量危險模型將結婚變數設定為外生變數(exogenous variable)，進行實證
分析。參數較估結果皆顯示結婚對首次購置住宅呈正向影響關係。根據此一實證結果相關研

究之解釋為：已婚家戶相對於未婚者通常年齡較大且家庭狀態較穩定、住家再次遷移的機率

較低，因此其購屋機率較未婚者為低。

然而，倘若家戶在決定結婚決策的同時，考量到未來購置住宅之計畫，則結婚決策對購

置住宅決策的影響效果可能會發生內生性(endogeneity)的問題。內生性意指納入模型中之解釋
變數與不可觀察項具有相關性(註2)。由於結婚之決策與購置住宅決策，皆屬於改變長期狀態
之重要決策。此兩決策有可能會受到部分共同因素所影響，例如工作與所得之穩定性，以及

家庭成員關係之穩定性等。這些因素以目前之計量模型的操作技術而言，尚無法完全納入模

型，因而結婚決策對住宅決策之影響，理論上將可能具有內生性的疑義。倘若僅就購置住宅

決策以單一變量模型進行探討，則參數較估結果將可能產生偏誤。

目前雖有部分研究針對結婚對購置住宅決策之內生性進行分析。但僅以橫斷面資料，並

採用靜態模型如Logit model或Probit model進行分析。包括Kamara(1994)與Bourassa(1995)採聯
立模型，分析結婚對購置住宅之內生影響關係。Mok(2005)則分析生命週期各階段，包括離開
原生家庭、結婚與生育小孩，對住宅決策之內生影響效果。

靜態模型係以某一固定時間點為基準，所反應的現象為目前個人屬性與社會經濟狀況，

對目前住宅權屬狀態的影響，因而靜態模型存在解釋變數與被解釋變數時間點不一致的問題

(陳彥仲、陳佳欣，2005)。由於住宅為昂貴之消費性財貨，家戶購置住宅之前通常需經長時
間之商量與考慮。Heckman & Singer(1985)認為當此一決策行為，屬於長時間因素累積造成之
決策，應以動態模型進行分析較為適當。因此比較理想的實證方法是採用回溯資料或橫斷面

跨時資料，以動態模型進行分析。然而，目前採用動態模型之相關研究，多採單一變量危險

模型，僅能以隨時間而改變之變數(time-varying dummy variable)，代表結婚決策之影響效果
(Deurloo et al., 1994; Clark et al., 1997; Mulder & Wagner, 2001; Clark et al., 2003; 陳彥仲、陳
佳欣，2005等)。此僅為外生影響效果，仍然無法考量結婚決策對購置住宅決策之內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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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本研究以『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PSFD)』之回溯性資料進行實證分析，採用雙變量混合
比例危險模型，由動態之觀點建構男性首次購置住宅與結婚之聯合決策模型，藉以分析結婚

決策對首次購屋影響之內生性關係。該模型之特色為同時包含可觀察之解釋變數與不可觀察

之異質性，並可考量兩決策之間的內生影響關係。目前相關研究在探討某一事件對另一事件

之內生性影響時，多以此模型進行探討(Coppola, 2004; Abbring et al.,2005; Lillard, 1993; Lillard 
& Panis, 1996; Van den Berg et al., 2001, 2004; Baizan et al., 2003; Leuvensteijn & Koning(2004))。

本文之結構如下：第二節彙整結婚決策與購置住宅決策之關係；第三節建構雙變量混合

比例危險模型，考量結婚決策對首次購置住宅決策之內生影響效果，建構男性首次購置住宅

與結婚之聯合決策模型；第四節為基本資料分析與變數選取之說明；第五節實證分析部分則

分別建立個別決策與聯合決策模型，藉以分析結婚決策對首次購置住宅決策之內生性影響關

係；最後為結論與建議。

二、 結婚決策與購置住宅決策之關係
由於就購置住宅決策而言，擁屋所代表的社會意義對於男性與女性可能是不同的，男性

擁屋之實質與非實質利益可能高於女性。如Madigan, et al.(1990)認為男性較重視擁屋所代表成
為擁屋階層之意涵，並認為擁屋能讓男性更加鞏固家庭戶長的地位。而陳彥仲、陳佳欣(2005)
亦發現男性購置住宅主要受本身社會經濟屬性所影響，其女性配偶社會經濟屬性之影響力並

不大，而女性購置住宅受男性配偶社會經濟屬性因素的影響則較為明顯。此外，就結婚決策

而言，Burgess et al.(2003)認為經濟層面因素對於結婚之影響，主要透過兩種效果，其一為自
我依賴效果(self-reliance effect)，另一為吸引力效果(good catch effect)。經濟能力較高之男性，
其吸引力效果高於自我依賴效果，而女性則反之。因此不論購置住宅或結婚決策，男性與女

性之影響因素可能有所不同，並有可能存在結構性之差異。本研究選擇以男性樣本進行實證

分析，探討結婚決策對首次購屋決策影響之內生性影響效果(註3)。
隨著生命週期的演進，家庭狀態發生改變，使得家戶住宅需求產生變化，因此家戶將進

行住宅消費的調整。此一住宅狀態的變動過程，即為住宅生涯。Kendig(1984)分析家戶由離開
原生家庭至擁屋的過程，與其生命週期的關係，並以住宅權屬狀態區分住宅生涯之各階段，

將擁屋作為住宅生涯的頂點。相關研究以穩定性(stability)與使命感(commitment)，解釋生命歷
程重大事件與購置住宅之相關性(Feijten & Mulder, 2002; Mulder & Wagner, 2001; Feijten et al., 
2003等)。

關於家戶狀態穩定性，多數研究認為已婚家戶之家戶穩定性最高，其次為同居者與單

身者。就住宅狀態穩定性而言，由於購置住宅後換屋之交易成本極高，不利於再次遷移，一

般認為擁屋者住宅狀態之穩定性高於租屋者。Mulder & Wagner(2001)認為在家戶狀態具高度
穩定性時，才會追求住宅狀態之高度穩定性。此外，家戶狀態使命感之操作性定義，為生命

中與另一個人進入長期狀態之決策，且此一狀態不容隨便改變。未婚者一旦選擇結婚，則

男女雙方在法律上以及社會價值觀念上，將各自有必須負擔之責任與義務，且由於婚姻關係

的結束通常是痛苦的、成本代價極高，因此，已婚者之使命感，較同居者與單身者為高。就

住宅狀態使命感而言，擁屋隱含高度使命感之意涵，而租屋則隱含低度使命感。因為一旦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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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住宅，且若以貸款之方式購置住宅，遷離時勢必須與銀行解決權利義務的問題。Feijten et 
al.(2003)認為家戶狀態進入高度使命感階段者，也會尋求具有高度使命感的住宅狀態。

近年來，西方先進國家初婚平均年齡逐年上升，Hughes(2005)認為除了目前之經濟狀況
讓年輕世代難以達到結婚所需最低經濟門檻之外，年輕世代對於結婚後物質水準之要求提

升，為另外一個主要因素。該研究認為擁有自有住宅代表生活具有較佳之物質水準，實證結

果亦發現擁屋對結婚決策亦呈正向影響關係。若已婚家戶擁有自有住宅就社會期待而言是必

要的，則擁屋對於男(女)性尋求婚配之好處將相當大。擁有自有住宅之必要性通常隨地方文
化與社會規範而有所不同。部分西方國家由於長期習俗傳統與社會價值觀，強化家戶對於擁

屋之偏好。因此普遍存在一特定規範，即『結婚需擁要自有住宅，若你目前尚無購置住宅

之能力，則需等到你具備該能力，才能有結婚之計畫』(Mulder & Wagner, 2001; Forrest et al., 
1999)，而此一規範通常存在於高住宅自有率的國家(Mulder, 2006)。

因此結婚之決策，與購置住宅之決策，兩者可能為共同決定之聯合決策行為(Mulder & 
Wagner, 2001、Feijten & Mulder, 2002、Feijten et al., 2003、Mok, 2005等)。意即家戶在進行結
婚決策時，亦有可能會考量購置住宅之決策；反之亦然。結婚會影響擁屋決策，而擁屋亦有

可能加速結婚決策的發生。更進一步說，所得穩定性與兩人關係穩定性將對這些決策同時造

成影響(Deurloo et al., 1994; Mulder & Wanger, 2001)。

三、雙變量混合比例危險模式之建構

本研究以雙變量混合比例危險模型(bivariate mixed proportional hazard model，簡稱BMPH 
model)，建立首次購置住宅決策(以下標b表示)與結婚決策(以下標m表示)之聯合決策模型，藉
以分析結婚決策對首次購屋決策之內生性影響。該模型之特色為同時包含可觀察之解釋變數

與不可觀察之異質性，並可考量兩決策之間的內生影響關係。

(一) 首次購置住宅決策模型
假設首次購屋之危險函數為(hb(tb∣X, tm, vb))，由基準危險率(Ψ(tb))、可觀察變數(X)、虛擬

變數(I(tm＜tb))與個人不可觀察之異質性(vb)所構成，如(1)式所示。首次購屋之危險率(註4)代表
在tb時間點之前未購屋，在tb時間點購屋之機率。I(tm＜tb)為一隨時間而改變之虛擬變數(time-
varying dummy variable)，其中tm為該樣本結婚之時間點、tb為觀察時間點。當觀察時間點(tb)超
過結婚時間點(tm)，即tm＜tb。代表該樣本在此一時間點之後，結婚事件已發生，I(tm＜tb)等於
1，反之則為0。δ為結婚事件之係數值，代表對首次購置住宅機率之邊際影響效果。β為可觀
察變數(X)之係數值，代表該變數之邊際影響效果。

 ........................................................ (1)

(二) 結婚決策對首次購置住宅決策之內生性影響
多數由動態觀點探討住宅權屬選擇之相關研究，皆以(1)式之單變量危險模型進行實證分

析(Clark et al., 1994；Clark et al., 1997；陳彥仲、陳佳欣，2005)。然而，倘若家戶在決定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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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的同時，考量到未來購置住宅之計畫，則結婚事件變數(I(tm＜tb))對購屋決策之影響，可能
發生內生性的問題，即Cov(I(tm＜tb), vb)≠0。(1)式之參數較估結果將產生偏誤。

為解決內生性所產生參數較估偏誤之問題，相關研究以雙變量混合比例危險模型進行實

證分析。以購置住宅決策為主要事件(main duration)，再以結婚決策為解釋事件(explanatory 
duration)，建構聯合決策模型。以完全資訊最大概似法(FIML)進行參數較估。

本研究以結婚決策模型為解釋事件，假設結婚之危險函數(hm(tm∣Z, vm))，由基準危險率
(Ψ(tm))、可觀察變數(Z)，以及不可觀察之異質性(vm)所構成。結婚之危險率代表在tm時間點之
前未結婚，在tm時間點結婚之機率，如(2)式所示。

.................................................................................... (2)

由(1)式與(2)式，可分別推導出首次購屋機率密度函數(fb(tb∣X, tm, vb))，如式(3)所示，與
結婚之機率密度函數(fm(tm∣Z, vm))，如式(4)所示。令vb與vm之累積分配函數為G(vb, vm)，則
在已知X與Z的情況下，tb與tm之聯合機率密度函數如(5)式所示。若且為若vb與vm相關，結婚決

策對於首次購屋將存在內生性影響(Van den Berg, 1997)。

 ........................................................................... (3)

 ............................................................................. (4)

 .................................................... (5)

(三) 雙變量混合比例危險模型概似函數之建立
危險模型之參數較估係採最大概似法，求取一組參數使其發生機率極大化(註5)。雙變量

混合比例危險模型亦採最大概似法進行參數較估。在已知不可觀察項的條件下，N個購置住宅
樣本與N個結婚決策樣本將互為獨立。因此將兩決策之概似函數聯乘，再將不可觀察項積分整
出(integrated out)，建立聯合概似函數(joint likelihood function)如(6)式所示。

 ......... (6)

其中N為樣本數；bi與mi為指標變數(indicator function)，當bi＝1表示該樣本在觀察期間發
生購置住宅事件，當bi＝0表示未發生購置住宅事件，為右設限資料(right censored data)；f(vb, 
vm)為不可觀察項之聯合機率密度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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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lard(1993)首先將不可觀察項假設為二維常態分配如(7)式所示(註6)，進行參數較估。
藉由不可觀察異質性之相關係數(vbvm)，即可分析結婚決策對購置住宅決策之內生性影響。
目前亦有相當多的研究以此方法分析兩事件之內生性，如Lillard & Panis(1996、1998)、Ng & 
Cook(1997)等。若參數較估結果顯示ρvbvm顯著異於零，表示結婚決策對購置住宅決策具有顯

著內生影響關係。

 ........................................... (7)

四、基本資料分析與變數選取

本研究之實證研究資料為「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簡稱
PSFD」。PSFD第一年計畫(RI1999)以台灣地區1953年至1963年間出生的居民為訪問對象。
第二年計畫除了繼續追蹤第一年計畫之主樣本外(RII2000)，增加1933年至1953年間出生的
居民將其納入主樣本的範疇(RI2000)，並進一步延伸訪問主樣本之父母(PI2000)、兄弟姊妹
(SI2000)與子女(CI2000)。PSFD積極推動後續的追蹤訪問，以藉持續觀察同一樣本點，建構出
一組橫斷面跨時資料(panel data)。唯部分樣本可能因為遷移等因素，而無法再次接受訪談調查
(attrition)。

本研究所採用的資料為第一年計畫的主樣本(RI1999)與第二年計畫的追蹤樣本(RII2000)之
回溯性資料，原始男性樣本數共366份(註7)。本研究以第一次正式工作之時間點為男性住宅生
涯之起點，再刪除未能提供實證分析所需變數之樣本，例如回答不知道、沒有回答、或遺失

等，最終有效樣本共349份。

(一) 基本資料分析
表一為購屋與結婚狀態之基本統計量。其中已購屋樣本共217份，至2000年尚未購屋樣本

共132份；而已結婚樣本共312份，至2000年尚未結婚之男性樣本共37份。已購屋者平均結婚
年齡與未購屋者差距並不大，但結婚之比率較未購屋者高12%，顯示已購屋者結婚機率較未
購屋者為高。此外，已婚者購置住宅之平均年齡略低於未婚者，而購屋之比率則高於未婚者

28%，顯示已婚男性樣本之購屋機率較未結婚樣本為高。
就購屋狀態而言，已購屋者教育程度的分佈狀況相當平均，國中以下、高中(職)與大專

以上約各佔三分之一；未購屋者則有一半以上為國中以下，其次為高中(職)，大專以上比例則
相當少。而已購屋者之女性配偶教育程度，整體而言仍高於未購屋者，但其差別程度較男性

本身教育程度為小。此外，在所得、結婚比例與生育第一個小孩比例方面，已購屋者皆較未

購屋者為高，至於平均結婚年齡與生育第一個小孩年齡方面差距並不明顯。而在兄弟姊妹人

數、子女人數、是否為長子與婚姻態度方面，差距亦不明顯。在居住地點方面，已購屋者居

住於台北都會區之比例為21%，未購屋者則為35%。而在原生家庭屬性部分，表1顯示已購屋
者父親教育程度在國中以下的比例低於未購屋者，而已購屋者接受父母資金資助的比例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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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基本資料分析表

變數
購屋狀態 結婚狀態

已購屋樣本 未購屋樣本 已結婚樣本 未結婚樣本

受訪者年齡(歲) 40.00 40.13 39.74 40.56
第一次工作年齡(歲) 20.66 18.10 20.60 19.62
首次購屋年齡(歲) 31.87 - 31.71 33.36
首次購屋比例(%) - - 65% 37%
結婚年齡(歲) 27.16 27.34 27.23 -
第一次正式工作至購屋時間(年) 11.21 - 11.11 13.74
結婚比例(%) 94% 82% - -
第一個小孩出生年齡(歲) 28.22 28.14 28.18 -
生育第一個小孩比例(%) 90% 80% 96% -
兄弟姊妹數(人) 3.97 4.17 4.06 3.92
子女數(人) 2.24 1.95 2.38 -
是否為長子 21% 22% 21% 24%
結婚態度(註8) 4.40 4.23 4.52 3.63
男性受訪者所得(仟元/月) 56.47 45.80 56.92 46.87
是否居住於台北都會區 21% 35% 20% 25%
是居住於都會區 31% 39% 27% 33%

受訪者教育程度分配：

國中以下 63(29%) 65(50%) 111(36%) 17(46%)
高中(職) 80(37%) 43(32%) 111(36%) 12(33%)
大專以上 74(34%) 24(18%) 90(28%) 8(22%)

受訪者配偶教育程度分配：

國中以下 68(33%) 58(54%) 126(40%) -
高中(職) 89(43%) 34(32%) 123(39%) -
大專以上 48(23%) 15(14%) 63(20%) -

受訪者父親教育程度分配：

國中以下 174(80%) 123(93%) 262(84%) 35(95%)
高中以上 43(20%) 9(7%) 50(16%) 2(5%)
受訪者父母親資金協助比例(註9) 54(25%) 20(15%) 65(20%) 9(24%)
原生家庭是否有家產 155(71%) 78(59%) 234(75%) 9(24%)
樣本數 217 132 312 37
(%) (62%) (38%) (89%) (11%)

原始資料來源：「華人家庭動態調查資料庫」RI1999、RII2000，中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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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購屋者，且原生家庭具有家產之比例亦高於未購屋者，顯示已購屋者原生家庭之社經地位

可能較未購屋者為高。

就結婚狀態而言，已結婚者教育程度之分佈狀況亦相當平均，國中以下、高中(職)與大
專以上約各佔三分之一，未結婚者則有46%為國中以下，大專以上比例則為22%。而在結婚態
度方面，已婚者認為結婚成家重要性之平均值為4.52、未婚者則為3.63，顯示個人對於結婚之
態度對結婚與否之決策可能有影響效果。此外，已結婚者居住於台北都會區與都會區之比例

分別為20%與27%，皆較未婚者為低。在原生家庭屬性方面，兄弟姊妹人數與是否為長子等方
面，已婚者與未婚者之差距並不明顯。父親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上與具有家產之比例，已婚者

皆高於未婚者；而接受父母資金資助之比例，未婚者則高於已婚者。

本研究有效樣本為349筆，其中已購屋且已結婚之樣本共203筆。本研究以已購屋且已結
婚樣本，說明結婚與購置住宅之時間關係。圖一橫軸代表結婚時間點，縱軸代表購置住宅樣

本數量與比例。圖1顯示結婚前1年至結婚後1年，為已婚者購置住宅比例最高之時段，此一時
段購置住宅之比例為27.9%。其次為結婚後2年至4年與結婚後5年至7年，購置住宅之比例分別
為20.2%與18.3%。因此結婚前1年至結婚後7年，已婚者購置住宅之比例總計共66.3%。而在結
婚時間點2年以前與10年以後購屋的比例則不高，分別為10.6%與11.1%。上述現象顯示已婚者
多在婚後購屋，約有三分之二的樣本在結婚後7年內購屋，且越接近結婚時間點之時段，購屋
之比例越高。

圖一　已婚且已購屋樣本結婚與購置住宅之時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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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變數選取
本研究以購置住宅決策為主要事件、結婚決策為解釋事件，以雙變量混合比例危險模

型，建立聯合決策模型，藉以分析結婚決策對購置住宅決策之內生影響效果。購置住宅決策

模型與結婚決策模型，解釋變數之選取，分述如下。

1. 購置住宅決策模型變數選取
首次購置住宅為多數人生命歷程中，重大的消費與投資性決策。除了受其他生命歷程重

大事件所影響之外，所得與財富因素以及住宅市場經濟面因素亦有顯著影響效果。高所得者

累積財富的能力越強，因此購置住宅之機率可能越高。然而，多數回溯調查資料並無記錄各

時間點之所得，且受訪者所回答之所得數值，常與實際狀況有所不符。因此相關研究多以恆

常所得(permanent income)亦即預測之所得，或其他的代理變數(proxy variable)代替個人所得。
如Di Salvo & Ermisch(1997)以受訪者16歲時之閱讀與數學成績為所得之代理變數。本研究則以
受訪者的教育程度為代理變數。

財富的累積，除了來自個人本身之儲蓄外，父母的贈與或財產之移轉，亦為重要來源。

Mulder & Wanger(1998)認為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父母，較可能贈與或移轉財產給予子女。該
研究以父親之教育程度，代表原生家庭之社會經濟地位。相關研究亦有以原生家庭之住宅權

屬狀態如擁屋或租屋(Henretta, 1987)，或父親之職業如勞力或非勞力階層(Di Salvo & Ermisch, 
1997)作為代表。本研究以父親教育程度、原生家庭是否有家產以及原生家庭經濟資助，代表
原生家庭之社會經濟地位。

除了所得、財富之外，總體經濟面因素如住宅價格、住宅價格上漲率、貸款利率與失業

率等，亦對購屋行為有顯著影響(Ermisch & Di Salvo, 1996)。住宅價格代表擁屋之使用者成
本，住宅價格高之地區代表擁屋成本較高，因此較難購置住宅(Di Salvo & Ermisch,1997)。而
對於住宅價格上漲率之影響效果，相關研究存在不同的看法。部分研究認為住宅價格上漲，

將使得擁屋成本增加、給付頭期款的能力降低，因此對購屋機率有負面影響(Seko, 1991)；而
部分研究卻認為住宅價格上漲，則家戶產生預期增值的心態，購屋機率將提昇(薛立敏與陳綉
里，1997)。此外，當貸款利率提高則擁屋成本增加，因此對購屋機率有負面影響。在住宅市
場經濟因素方面，本研究以居住地點是否為台北都會區作為住宅價格之代理變數，並以虛擬

變數的方式設定。關於住宅價格上漲率(註10)之設算，本研究認為家戶購置住宅前，對於住宅
價格變動情形將作長時間的觀察，因此以兩年間住宅價格指數之平均年變動率為基準，亦即

今年相較於前年住宅價格指數之平均變動率，並設定為隨時間而改變之變數。此外，本研究

亦將貸款利率(註11)設定為隨時間而改變之變數。
2. 結婚決策模型變數選取

Oppenheimer(1988)認為結婚主要與經濟成熟有關。經濟之獨立性，將使現在未結婚之男
女伴侶，有進展至婚姻階段之可能。若男性現今所得能力不佳，對於婚姻所需負擔之長期義

務的能力較差，將減少其尋求婚配之動機，結婚之機率將較低。如同購置住宅決策模型，本

研究則以受訪者的教育程度作為所得能力的代理變數。除了個人所得因素之外，個人價值觀

念、總體經濟面因素以及原生家庭背景因素亦對結婚決策有影響效果。

Jansen & Kalmijn(2002)認為當個人態度較重視家庭生活，則結婚之機率將較高；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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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較重視職場上的發展，則其結婚之機率將降低。由於過去台灣社會存在長子承嗣之傳統觀

念，原生家庭對於長子之關懷與栽培可能甚於其他子女，長子莫不被要求以家庭為己任，並

且需負起傳宗接代的使命。因此長子對於結婚之重視程度，可能較其他子女為高。本研究以

受訪者是否為長子以及PSFD問卷中受訪者對於結婚之態度，代表個人對婚姻之價值觀念。關
於總體經濟面因素對結婚之影響，McLaughlin et al.(1993)認為在經濟發展快速之地區，不論男
性或女性，多把其主要的生活重心放在職場上，因此結婚的機率將較低。本研究則以受訪者

是否居住於都會區進行探討。

此外，在原生家庭背景因素方面，Sander(1992)認為當父母社會經濟地位越高，則其子
女將期望尋求與其原生家庭經濟情狀相近的配偶，因而可能延遲其結婚之年齡。相關研究包

括Goldsheider & Waite(1986)與Avery et al.(1992)亦有同樣的看法。然而，亦有研究認為當父母
社會經濟地位越高，則將可以給予其子女婚後財務上的協助，因此其子女結婚之機率將提昇

(Baizan, 2001)。如同購置住宅決策模型，本研究以父親教育程度、原生家庭是否有家產以及經
濟資助，代表原生家庭之社會經濟地位。

五、實證研究

本研究使用統計套裝軟體aML(Multiprocess Multilevel Modeling)，進行雙變量混合比例危
險模型之參數較估。本研究首先以單變量混合比例危險模型，各別對購置住宅決策與結婚決

策進行參數較估；其次以雙變量混合比例危險模型，建立聯合決策模型，以完全資訊最大概

似法(FIML)將兩決策的參數一起較估，檢視兩決策之內生性影響效果。

(一) 首次購置住宅之影響因素
表二顯示男性購置住宅單變量危險模型以及雙變量危險模型之參數較估結果。在工作時

間影響因素方面，本研究發現受訪者在第一次正式工作後3至5年與5至10年之時段，購置住
宅之機率顯著較0至3年為高，而在10年以後之時段相較於0至3年則不顯著。由係數數值本研
究發現男性在第一次正式工作後0至3年購置住宅之機率並不高，而在5至10年之時段購屋機率
最高，10年以後之時段則呈現下降狀態。就年齡因素而言，在單變量模型本研究發現30至35
歲之係數值顯著為正，顯示男性在30至35歲時購置住宅之機率最高，其餘年齡段之影響效果
則不顯著。而工作10年後與年齡在35歲以上，各自相較於比較基準組則無顯著差異，此可能
與累積惰性現象有關。所謂累積惰性係指在同一狀況停留越久，則離開此狀況之機率將越低

(Mcginnis, 1968)。就購屋決策，係指在未購屋狀況停留越久，則其購屋機率將越低。
在住宅市場經濟面因素方面，本研究以受訪者居住地點是否為台北都會區，來代表購

置住宅成本之高低程度，參數較估結果顯示該變數顯著為負。推其原因為台北都會區住宅價

格相較其他區域高出甚多，購屋成本相對而言亦較高，因此對首次購屋之機率有負向影響效

果。此外，本研究亦發現貸款利率顯著為負，顯示當貸款利率降低，則家戶擁屋成本亦將降

低，而首次購屋之機率將提昇。至於住宅價格上漲率之影響效果則不顯著，推其原因可能為

住宅價格上漲對購屋者而言，同時隱含擁屋成本增加之負向影響效果，以及預期增值之正向

影響效果。各購屋者對於住宅價格上漲的解讀不同，所反應之購屋行為亦不一樣，因此該變

數之影響效果並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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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男性購置住宅決策模型參數較估結果

單變量混合比例危險模型 雙變量混合比例危險模型

係數值 標準差 係數值 標準差

工作時間

3年~5年 0.5640** 0.1307 0.4781** 0.0998

5年~10年 0.8094** 0.4004 0.6267* 0.3412

10年以上 -0.2348 0.1561 -0.1811 0.1236

年齡

25∼30歲 0.1283 0.0882 0.0996 0.0834

30∼35歲 0.1645* 0.0953 0.0893 0.0770

35歲以上 -0.0815 0.0967 -0.0587 0.0735

截距項 -3.8521** 1.9153 -2.7176** 1.3684

結婚 1.7652** 0.3428 0.2947 0.4179

是否居住於台北都會區 -1.2786** 0.5765 -0.5709* 0.3201

住宅價格上漲率 -0.9360 0.6919 -0.8719 0.5928

貸款利率 -0.1233** 0.0587 -0.1174** 0.0574

受訪者教育程度

高中職 0.2920** 0.0851 0.2679** 0.0618

五專 0.6941** 0.1206 0.5232** 0.0900

大學以上 1.1450** 0.1690 0.7186** 0.1142

父親教育程度

高中 -0.0919 0.4885 0.6579 0.5461

大專以上 0.4303 0.3795 0.4833* 0.2526

原生家庭經濟資助 0.8415 0.6233 0.4005 0.3064

原生家庭是否有家產 0.5820* 0.3437 0.6353* 0.3394

Log -likelihood -1379.07 -3132.11

1. 整體模式顯著水準皆為0.000。
2. 註記*及**者，分別表示在顯著水準0.1、0.05時，參數呈現顯著效果。
3. 工作時間之比較基準組為『3年以內』；年齡之比較基準組為『25歲以下』；是否居住於台北都會區
之比較基準組為『非台北都會區』；受訪者教育程度之比較基準組為『國中以下』；父親教育程度之

比較基準組為『國中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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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個人社會經濟屬性因素方面，本研究發現男性之教育程度越高，則購屋之機率越高。

顯示教育程度越高者，累積財富的能力越強，由第一次正式工作至首次購屋所需時間越短。

而在原生家庭社會經濟屬性方面，本研究發現父親教育程度較高、原生家庭具有家產以及原

生家庭可提供經濟資助之受訪者，購置住宅之機率較高，顯示當原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越

高，購屋機率越高。推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為父親社會經濟地位越高，對子女的要求可能

較嚴格，子女的教育程度相對而言可能較高，因此購置住宅的能力可能較高；其二為父親社

會經濟地位越高的家庭較可能贈與財富給子女並助其購置住宅。此一現象與Backer(1991)認為
成功家庭之子女成功機率較大之結果相一致。

就單變量模型與與雙變量模型之參數較估結果進行比較，本研究發現結婚變數係數數值

與顯著性之改變程度最大，在單變量模型中其係數值為1.76且顯著為正，然而在雙變量模型係
數值則為0.29且並不顯著。因此若將結婚變數設定為外生變數，則結婚對首次購屋具有顯著正
向影響，此與相關研究之實證結果相同。然而，若考量結婚決策之內生性影響效果，本研究

發現雙變量混合比例危險模型不可觀察項之相關係數顯著為正，且結婚變數之外生影響效果

亦降低，顯示結婚決策對於購置住宅之決策的確存在內生性影響效果。

(二) 結婚決策之影響因素
結婚決策之參數較估結果，如表三所示。在工作時間的影響因素方面，本研究發現男性

受訪者在第一次正式工作後3至5年與5至10年之時段，結婚之機率顯著較0至3年為高，而在
10年以後之時段相較於0至3年則不顯著。此外，就年齡因素而言，本研究發現男性受訪者在
25至30歲與30至35歲之年齡段，結婚機率顯著較25歲以下之年齡段為高，而35歲以上相較於
25以下之年齡段則不顯著。而工作10年後與年齡在35歲以上，各自相較於比較基準組則無顯
著差異，此亦可能與累積惰性現象有關。所謂累積惰性就結婚決策，係指在未婚狀況停留越

久，則其結婚機率將越低。

在地區經濟面因素方面，本研究以受訪者居住地點是否為都會地區，來代表經濟發展程

度。參數較估結果發現該變數顯著為負，顯示在經濟發展較快速之地區，男性較可能將其主

要的生活重心放在職場上，因此結婚的機率較低。就個人社會經濟屬性因素而言，本研究以

受訪者是否為長子以及PSFD問卷中受訪者對於結婚之態度，代表個人對婚姻之價值觀念。本
研究發現認為結婚成家很重要之受訪者，其結婚之機率越高，至於是否為長子，其影響效果

並不顯著。此一結果顯示個人對於結婚之態度，遠比長子承嗣與傳宗接代之傳統觀念的影響

效果更為明顯。

此外，在教育程度方面，本研究發現教育程度越高，則結婚之機率越高。推究其原因

可能為教育程度較高者薪資可能較高，工作亦相對較穩定，較易達到形成一新家戶之經濟門

檻，因此結婚之機率較高。而在原生家庭社會經濟屬性方面，本研究發現父親教育程度較高

及原生家庭具有家產之受訪者，結婚之機率較低，此一結果顯示當原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越

高，子女可能期望尋求與原生家庭經濟背景相近的配偶，而父母亦有可能會對子女配偶原生

家庭之經濟狀況有所要求，因而可能延遲其結婚之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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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男性結婚決策模型參數較估結果

單變量混合比例危險模型 雙變量混合比例危險模型

係數值 標準差 係數值 標準差

工作時間

3年∼5年 0.8329** 0.2475 1.1959** 0.3714

5年∼10年 0.9669** 0.1342 1.3740** 0.1966

10年以上 0.0495 0.0436 0.0666 0.0458

年齡

25∼30歲 0.2493** 0.0685 0.5234** 0.1008

30∼35歲 0.2932** 0.0990 0.5447* 0.2841

35歲以上 -0.3845 0.0583 -0.7499 0.0984

截距項 -3.9910** 1.4769 -6.4418** 2.1674

是否為長子 -0.0373 0.2209 -0.1545 0.2507

結婚態度 0.5129** 0.1456 0.9216** 0.1623

是否住在都會區 -1.4525** 0.5000 -1.2834** 0.4042

受訪者教育程度

高中職 0.2905 0.2706 0.6924 0.4363

五專 0.8853 0.5957 1.0238 0.6606

大學以上 1.3532** 0.5311 1.4460** 0.6669

父親教育程度

高中 -0.6165 0.5961 -0.0917 0.4667

大專以上 -1.0491** 0.2628 -0.7837** 0.3129

原生家庭經濟資助 0.1599 0.2710 -0.5787 0.5942

原生家庭有家產 -0.4821** 0.1316 -1.2689** 0.3078

Log -likelihood -1761.13 -3132.11

1.	整體模式顯著水準皆為0.000。
2.	註記*及**者，分別表示在顯著水準0.1、0.05時，參數呈現顯著效果。
3.	工作時間之比較基準組為『3年以內』；年齡之比較基準組為『25歲以下』：是否住在都會區本研究
以台北縣市、台中市、台南市與高雄市為都會區，並以非都會區為比較基準組；受訪者教育程度之比

較基準組為『國中以下』：父親教育程度之比較基準組為『國中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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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婚決策對購置住宅決策之內生性影響
由於影響購置住宅與結婚決策之變數中，除了模型中所考量的解釋變數之外，尚有許多

變數如心理層面之動機與偏好、所得穩定性與兩人關係穩定性等因素。此類變數並無法進行

觀察與衡量，因此本研究於模型中納入不可觀察項。表四顯示購置住宅決策模型與結婚決策

模型，不可觀察項之變異數顯著大於零，顯示不可觀察之異質性對於此兩事件之決策行為亦

有顯著影響。部分的男性可能受不可觀察因素(如個人偏好、價值觀)所影響，購置住宅之機率
較高，而另一部分的人可能較低。結婚決策亦然，兩決策皆存在異質性之影響效果。

在考量內生性影響效果之雙變量危險模型中，兩決策不可觀察項之相關係數值顯著異

於零且為正值，顯示結婚決策對購置住宅決策具有內生性影響，且其影響效果為正向關係。

推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為男性在進行結婚決策時，可能考量未來購置住宅之計畫；另一為

男性結婚傾向高者，可能家庭狀態與所得之穩定性較高，因此購置住宅之傾向亦較高。因此

本研究認為在探討結婚事件對購置住宅之影響效果時，不能僅以外生變數之設定方式進行分

析，需考量其內生性影響關係。

六、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考量結婚決策對購置住宅決策之內生性影響，並以雙變量比例危險模型進行實證

分析。關於首次購置住宅決策之影響因素方面，本研究發現男性受訪者在第一次正式工作後

5至10年之時段，以及在30至35歲之年齡段，購置住宅機率最高。此外，個人以及原生家庭社
會經濟屬性因素，對於購置住宅亦有顯著影響效果，然而在住宅市場經濟面因素方面，僅購

置住宅成本與貸款利率具有顯著影響，住宅價格上漲率之影響效果則不顯著。就結婚決策之

影響因素而言，本研究發現當受訪者在第一次正式工作後3至5年與5至10年之時段，以及25
至35歲年齡段，結婚之機率顯著較高，但隨著年齡逐漸增長，結婚之機率將逐漸降低。而居
住在都會區之受訪者，可能將其主要的生活重心放在職場上，因此結婚的機率較低。此外，

原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越高，其子女可能期望尋求經濟水準相近的配偶，因而降低結婚之機

率。

此外，本研究發現若將結婚變數設定為外生變數，以單變量模型進行分析，則結婚對首

次購屋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然而，若考量結婚決策之內生性影響效果，本研究發現雙變量混

合比例危險模型不可觀察項之相關係數顯著為正，顯示男性在進行結婚決策時，可能考量未

表四　不可觀察項變異數相關係數表

單變量混合比例危險模型 雙變量混合比例危險模型

係數值 標準差 係數值 標準差

σvb
1.7809** 0.3221 1.3211** 0.2406

σvm
2.0974** 0.2756 2.9371** 0.4659

ρvmvb 0.4319** 0.0282

1.註記*及**者，分別表示在顯著水準0.1、0.05時，參數呈現顯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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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購置住宅之計畫，而結婚傾向高者，購置住宅之傾向亦較高，因此結婚決策對於購置住宅

之決策存在內生性影響效果。由於結婚與購置住宅決策受到部分不可觀察因素所共同影響，

雙變量模型亦顯示結婚變數之影響效果降低。本研究認為在探討結婚事件對購置住宅之影響

效果時，不能僅以外生變數之設定方式進行分析，需考量兩決策間潛在內生性之影響關係。

此外，就政府相關政策而言，若要提升購置住宅機率，除了單方面提升購置住宅之補助與獎

勵之外，亦可給予與結婚相關之補助與獎勵，此將對住宅購置產生內生性的刺激作用。

本研究以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之回溯性資料為實證樣本，使用雙變量混合比例危險模

型，由動態的觀點分析結婚決策對首次購置住宅之內生性影響關係。唯本研究僅以該資料庫

中RI1999之男性樣本進行實證分析，由於女性結婚決策與購置住宅決策之行為，可能與男性
決策行為存在結構性差異，包括解釋變數的選取可能有所不同，變數的影響效果亦可能有所

差異。此一議題建議後續予以探討。此外，本研究之實證樣本中，部分男性樣本為未婚，因

此無法納入女性配偶社會經濟背景屬性之相關資料進行實證分析。建議後續研究可以已婚樣

本為研究對象，則可分析配偶屬性對購置住宅之影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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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註1： 相關研究對於生育小孩與購置住宅的關係則有不同的看法。若由家戶穩定性而言，生
育小孩與購置住宅應為正向關係。但若由生活成本探討，家戶可能必須在擁屋之成本

與養育小孩之花費中，進行權衡，兩者則可能存在負向關係。因此部分研究發現生育

小孩決策對購置住宅為負面影響效果，如Ermisch & Pevalin(2004)；部分研究則為正面
影響，如Mulder & Wagner(2001)。

 註2： Christ(1966)定義線性聯立方程式模型中的外生變數(exogenous variable)，乃數值在統計
上與隨機誤差項互相獨立之變數。Wooldridge(2003)將與隨機誤差項可能具有相關性之
解釋變數，稱為內生解釋變數(endogenous explanatory variable)。如下式所示，xj即為內

生解釋變數。

  
 註3： 由於財富為影響家戶購屋之重要因素，而購置住宅除了自己本身財富的累積之外，父

母財富的贈與或財產移轉亦有相當程度之影響效果。台灣為傳統父權制度社會，父權

社會的財產繼承為以男性為主軸之流通系統，男性被視為父母財產的優先繼承者(畢恆
達, 1996)。此外，探討男性、女性薪資差異之研究指出，雖然台灣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
展與社會的進步，女性就業率增加，但整體而言男性薪資水準仍比女性高出甚多(費景
漢等，1982；施智婷，2000)。且女性在結婚之後，常因家庭因素而遷就於薪資較低的
工作，或選擇退出就業市場。因此本研究選擇以男性樣本進行實證分析。

 註4： 危險率一詞係沿用危險模型(Hazard Model)的原始名詞。但在本文之意含應指為首次購
屋事件之發生率。

 註5： 單變量危險模型之概似函數為 。bi為指標函數(indicator function)，

bi＝1表示非設限資料，即觀察期間事件已發生，bi＝0表示右設限資料(right censored 
data)，即觀察期間事件未發生。由於非設限資料可提供事件發生的完整資訊(f(ti))，而
右設限資料只能提供部份資訊，即事件發生時間大於某段時間的資訊(S(ti))。依此建立
概似函數。

	註6：	

 註7： RI1999回收樣本共994份，然而並無首次購屋之資料，至追蹤調查RII2000將相關問項列
入。因此，本研究之原始樣本以RII2000為主。RII2000總樣本共802份，其中男性受訪
者樣本共366份。

 註8： 男性受訪者回答結婚成家之重要程度，以1至5共分為5個名義尺度。其中”1”為非常不
重要、”5”為非常重要，依此類推。

 註9： 受訪者父母親資金協助，係指過去十年來，父母親給予事業、購屋與其他類項之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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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於一仟元者。

 註10： 本研究將住宅價格上漲率依據受訪者之居住地點，區分為台北市、台北縣、高雄市與
台灣地區分別進行設算，1993年之前資料來源為『台灣地區住宅價格指數之研究』(張
金鶚，1995)，1993年之後資料來源為『信義房價指數』。本研究以1992年為基年，將
兩指數進行結合並重新計算。

 註11： 資料來源為『中華民國台灣地區金融統計月報』之本國一般銀行放款加權平均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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